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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

及其经济效应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耿孟茹近照

耿孟茹,田浩然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区域高等教育与产业耦合协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测量高等

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发现,2010—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整体的耦合协

调度不断上升,但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

协调的经济效应发现,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对本地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显著为正,但在不同区域具有异质性:东部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
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中部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在经济距离矩阵下

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溢出效应不显

著。 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正向经济效应最大化,应广泛提升耦合协调水平,
重构产教互促共进环境;立足地区发展现状,精准定制耦合协调战略;系统构建协同发展

格局,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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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提出,到 2035 年,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需要构建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类型结构,与现代产业结构相对接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创新型国家

建设相适应的层次结构,以及与区域人口结构相适应的布局结构[1] 。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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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51. 6%。 教育部围绕“稳就业”“保就业”任务,2021 年继续适度扩大招生规

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 57. 8%。 2022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量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毕业生达

1
 

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 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之后,大量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面临突出

的结构性失业风险。 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由高等教育结构决定。 只有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

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毕业生就业,释放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形态正由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转变,
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 。 随着地区交通水平、远程网络技术等的发展,人力资本

流动和知识溢出持续增强,高等教育的地域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发

展,不仅能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还能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3] 。 考察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

合协调及其经济效应,并探究其空间溢出性,对于解决区域高等教育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

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在全球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之转变[4] 。 人力资本

积累和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的两大支柱。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既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也是其支

撑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 Romer 和 Lucas 等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

核心,而技术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5-6] 。 人力资本是经济可持续

增长的决定性要素[7] ,其积累水平本质上由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决定。 发展高等教育既可以提高人力

资本质量,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又可以提高人的知识技能,造就相应产业所需的劳动

者,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促进经济增长[8] 。 此外,Andersson 等指出,高校作为优质的教育机构,是推

动科技创新的外部技术源泉[9] 。 高校的科研成果、创新技术等可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引入生产过

程,直接促进经济增长[10] 。 总之,高等教育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输出人力资本产生经济效应,考虑到

区域之间的人才流动和知识溢出,将上述机制总结为图 1 所示。

图 1　 高等教育经济效应示意图

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依赖于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良性耦合,即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之

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关联关系[11] 。 闵维方通过分析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追赶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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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吸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会触发产业结构变动,两者存在引领

与适应的关系[12] 。 部分学者通过引入耦合机理,并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两者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

具体测量[13-15] 。 实际上,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供需匹

配。 从供给侧看,高等教育是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供给方[16] ,决定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会出现在劳动力

市场上;从需求侧看,产业结构决定哪些人力资本能被市场吸纳[17] 。 当供给方产出的人力资本与需

求方需要的人力资本在结构上相对匹配时,劳动力市场运转良好,催生更大的经济效益[18] 。 高等教

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则高等教育输出的人力资本越会被持续地合理利用,越有利于经

济增长。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高等教育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部分相关研究都假定不同地区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但是地区之间既不同质也不互相独

立,研究需要考虑地区相关性的影响[19] 。 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且高校的科研创新活动存在

溢出效应[20] 。 由于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技术转移、空间集聚和产业链关联,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

影响也具有空间溢出性。 故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经济效应也可能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具体

机制见图 1)。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2: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经济效应存在空间溢出。
  

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较大。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综合就业条件更好,吸引大量高素

质人力资本集聚[21] 。 故产业的用人需求更容易被满足,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更有利于直接

促进当地经济增长[22] ,但可能会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强的“虹吸”效应。 中部地区具备一定物质资本、
信息及技术的存量,形成人力资本承载力。 当人力资本流动时,当地承载力能够保证释放其经济效

益,并可能辐射带动其他区域发展[23] 。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才引入成本较高。 只

有高等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该成本才足以被耦合协调的经济收益覆

盖,否则提高耦合协调度反而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综上,提出研究假设 H3: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

协调的经济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与构成状态,通常包括层次结构、布局结

构和科类结构等[24-25] 。 本文基于短期与长期两个视角,分别选取流量结构与存量结构表征高等教育

结构。 流量结构是毕业生层次结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与产业用人需求即刻匹配,其层次结

构可以反映当下高等教育为产业结构输送的人力资本结构。 存量结构是在校生层次结构,决定高等

教育未来供给的人力资本结构。 考虑到高等教育与产业的关联性,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两方面考察

产业结构。 最终选取了 12 个二级指标(见表 1)。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

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及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时间跨度为 2010 年至 2019 年。
表 1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正向指标 / 逆向指标 指标权重

高等教育

流量结构

存量结构

X1 每万人常住人口中的研究生毕业生数 / 人 正向 0. 232

X2 毕业生数比值:研究生÷本科生 正向 0. 130

X3 毕业生数比值:研究生÷专科生 正向 0. 301

X4 每万人研究生在校生数 / 人 正向 0. 236

X5 每万人本科在校生数 / 人 正向 0. 057

X6 每万人专科在校生数 / 人 正向 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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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正向指标 / 逆向指标 指标权重

产业结构

产值结构

就业结构

X7 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逆向 0. 036

X8 产值比值:第二产业÷第一产业 正向 0. 196

X9 产值比值:第三产业÷第一产业 正向 0. 304

X10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逆向 0. 045

X11 就业人数比值:第二产业÷第一产业 正向 0. 184

X12 就业人数比值:第三产业÷第一产业 正向 0. 236

　 　 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法,使用式(1)和式(2)分别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处理,得到原始指

标 xi 的标准值xi′。

xi′ =
xi -xmin

xmax -xmin
(1)

xi′ =
xmax -xi

xmax -xmin
(2)

指标赋权采用变异系数法。 vi、Si 和 xi 分别代表 xi′的变异系数、标准差和均值,使用式(3)和式

(4)计算第 i 项指标的客观权重 w i。
vi =Si xi′ (3)

w i =vi ∑
m

i = 1
vi (4)

(二)耦合协调模型
  

产业结构决定着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高等教育结构又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效率,两者存

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关系。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26-27]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高

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
  

首先,利用式(5)、式(6)分别测量高等教育的结构水平 U(X) 与产业的结构水平 U(Y)。 xi( i =
1,…,m) 和 y j( j = 1,…,n) 分别是描述高等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系列指标。 U(X)、U(Y) 越大,
高等教育和产业的结构水平越高。 U(X) > U(Y)、U(X) = U(Y)、U(X) < U(Y) 分别代表高等教育

的结构水平超前、同步、滞后于产业的结构水平。

U(X) = ∑
m

i = 1
w ixi (5)

U(Y) = ∑
n

j = 1
w jy j (6)

其次,利用式(7) 计算耦合度 C,测量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 C 的取值范围为[0,1],子系统越

离散,C 越低,反之则 C 越高。

C = 2 × U(X)·U(Y)
U(X) + U(Y)

(7)
   

最后,利用式(8) 和式(9) 计算耦合协调度 D。 T 为高等教育与产业两者的综合结构水平。 α 和

β(α = β = 0. 5) 分别是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权重。

D = C·T (8)
T = α·U(X) + β·U(Y) (9)

  

(三)经济效应分析
1. 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使用地理相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地理相邻矩阵反映区域的相邻状

·76·

耿孟茹,田浩然. 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及其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 .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3):64-78.



况,计算公式为式(10)。 “0”表示不相邻,“1”表示相邻。 经济距离矩阵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相近程度,
计算公式为式(11)。 其中,GDP 为人均量。

w ij =
0 i、j 不相邻

1 i、j 相邻{ (10)

w ij =
0　 　 　 　 　 　

 

　 　 i = j
1 / GDP i -GDP j 　 i ≠ j{ (11)

2. 空间自相关度量
  

正式回归之前,需要检验空间自相关性,包括全局相关性和局部相关性,分别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和局部 Moran’s

 

I 指数进行检验。
  

(1)全局 Moran’s
 

I 指数
   

全局 Moran’s
 

I 指数检验整体区域中邻近地区属性值是相似、相反还是相互独立,取值范围为[ -
1,1]。 接近-1 时为负相关,接近 1 时为正相关,接近 0 时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的相互独立状态。 计

算方法如下:

I =
∑

n

i = 1
∑

n

j≠i
w ij(xi -x)(x j -x)

s2∑
n

i = 1
∑

n

j≠i
w ij

   (12)

其中,xi、x j 分别为区域 i、区域 j 的观测值, x为样本均值, s2 为方差, 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n 为样本量。
(2)局部 Moran’s

 

I 指数

区域 i 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 Ii 表示其与周围区域的关联程度,取值范围为[ - 1,1]。 Ii 为正时,
同类型要素集聚;Ii 为负时,不同类型要素集聚。 根据局部 Moran’s

 

I 指数,可以识别各省份的集聚类

型。

Ii =
xi -x
s2 ∑

n

j = 1
[w ij(xi -x)] (13)

3. 空间回归模型
  

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28] 。 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流动性,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经

济效应可能产生空间溢出。 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
  

　 　 lnYit = α + ρWlnYit +β1 lnDit +β2 lnfinit +β3 lnopeit +β4 lninvit
+δ1WlnDit +δ2Wlnfinit +δ3Wlnopeit +δ4Wlninvit +μi +vt +εit (14)

其中,被解释变量 Y是人均 GDP,核心解释变量是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 D。 财政支

出、进出口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 故选取每万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fin)、每万人进出口总额(ope)、每万人固定资产投资额( inv) 作为控制变量[29] 。 i、t分别为地区和年

份,W 为空间权重矩阵,μ、ν 分别为地区与时间的固定效应,ε 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
   

(一)耦合协调度的测算

1. 高等教育和产业的结构水平
  

测算结果表明,2010—2019 年全国高等教育结构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均稳步提升,东部地区始

终领先于中部、西部。 表 2 列示了各省份高等教育与产业的结构水平差异 U(X) -U(Y)的部分测算

结果。 结果表示,大部分省份高等教育与产业的结构水平差异随时间变动不明显,多数省份处于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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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态。 以 2019 年为例,19 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结构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基本同步,北京、辽宁、吉
林等 9 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结构超前发展,而广东、浙江、上海 3 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结构滞后发展。 但

U(X)与 U(Y)的差值不足以准确反映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情况。 例如,江苏与青海虽都属于

同步发展类型,但江苏的高等教育结构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均远超青海,存在低发展水平下的“伪协

调”情况。 故引入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分析。

表 2　 2010 年、2015 年和 2019 年各省份高等教育结构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差值:U(X)-U(Y)

东部地区

省份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中部地区

省份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西部地区

省份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

北京 0. 164 0. 218 0. 168 吉林 0. 066 0. 092 0. 104 陕西 0. 086 0. 115 0. 136

天津 0. 065 0. 050 0. 070 湖北 0. 070 0. 078 0. 094 甘肃 0. 036 0. 049 0. 073

辽宁 0. 042 0. 073 0. 101 黑龙江 0. 052 0. 081 0. 091 重庆 0. 028 0. 032 0. 054

海南 0. 023 0. 024 0. 035 湖南 0. 011 0. 015 0. 032 广西 0. 025 0. 024 0. 030

福建 -0. 023 -0. 032 -0. 032 安徽 -0. 007 -0. 001 0. 002 四川 0. 014 0. 025 0. 034

河北 -0. 017 -0. 022 -0. 009 河南 -0. 013 -0. 016 0. 002 新疆 0. 010 0. 024 0. 034

江苏 -0. 013 -0. 005 0. 002 江西 -0. 015 -0. 005 -0. 001 云南 0. 005 0. 019 0. 030

山东 -0. 014 -0. 009 0. 000 山西 -0. 033 -0. 010 -0. 010 内蒙古 0. 003 0. 007 0. 022

广东 -0. 070 -0. 085 -0. 105 贵州 -0. 004 0. 015 0. 036

浙江 -0. 095 -0. 096 -0. 111 宁夏 -0. 033 0. 002 0. 013

上海 -0. 404 -0. 423 -0. 473 青海 -0. 041 -0. 026 -0. 014

西藏 -0. 028 -0. 034 -0. 037

均值 -0. 031 -0. 028 -0. 032 均值 0. 017 0. 029 0. 039 均值 0. 008 0. 021 0. 034

　 　 注:由于基本不存在差值完全相等的情况,因而将 |U(X)-U(Y) | <0. 05 的省份判定为同步发展类型

2. 耦合协调度
  

根据耦合协调模型的测算结果,绘制出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 2010—2019 年的耦合协调

度变动情况(如图 2)。 从时间趋势上看,全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持续稳步上升。 从

地区差异上看,东部的耦合协调度始终领先于中部和西部,且领先优势有所扩大。
 

图 2　 2010—2019 年全国及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

            

从绝对值上看(见表 3),2010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 357、0. 251 和

0. 207,地区差距已经较大;2019 年分别为 0. 440、0. 305 和 0. 276,东部地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进入较

高水平。 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也有所增长,但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并未缩小。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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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内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也存在较大差距。 东部各省份间的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最大,北京、上海

的耦合协调度持续高于 0. 6,而河北等省份在 0. 2 左右波动。 中部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均分布在 0. 2~
0. 35,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小。 西部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分布在 0. 14~ 0. 36,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

表 3　 各省份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和 2019 年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D

东部地区

省份 2010 2013 2016 2019

中部地区

省份 2010 2013 2016 2019

西部地区

省份 2010 2013 2016 2019

北京 0. 689 0. 735 0. 812 0. 933 湖北 0. 277 0. 304 0. 315 0. 345 陕西 0. 315 0. 329 0. 328 0. 353

上海 0. 643 0. 658 0. 710 0. 776 吉林 0. 273 0. 305 0. 322 0. 337 重庆 0. 289 0. 327 0. 339 0. 359

天津 0. 422 0. 446 0. 454 0. 482 黑龙江 0. 266 0. 263 0. 263 0. 285 四川 0. 239 0. 263 0. 273 0. 293

江苏 0. 337 0. 358 0. 373 0. 401 山西 0. 264 0. 284 0. 287 0. 299 宁夏 0. 224 0. 245 0. 254 0. 283

辽宁 0. 314 0. 340 0. 332 0. 349 江西 0. 242 0. 264 0. 288 0. 308 甘肃 0. 221 0. 243 0. 244 0. 262

浙江 0. 315 0. 344 0. 356 0. 383 湖南 0. 241 0. 258 0. 270 0. 288 内蒙古 0. 215 0. 237 0. 251 0. 262

广东 0. 283 0. 316 0. 330 0. 350 安徽 0. 239 0. 266 0. 280 0. 296 新疆 0. 194 0. 223 0. 237 0. 273

福建 0. 283 0. 307 0. 319 0. 348 河南 0. 207 0. 229 0. 248 0. 281 云南 0. 179 0. 204 0. 217 0. 244

山东 0. 256 0. 275 0. 293 0. 311 青海 0. 175 0. 217 0. 239 0. 261

河北 0. 224 0. 242 0. 251 0. 271 广西 0. 151 0. 189 0. 221 0. 259

海南 0. 165 0. 200 0. 212 0. 239 贵州 0. 145 0. 183 0. 197 0. 233

西藏 0. 143 0. 185 0. 218 0. 233

均值 0. 357 0. 384 0. 404 0. 440 均值 0. 251 0. 271 0. 284 0. 305 均值 0. 207 0. 237 0. 251 0. 276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1. 全局空间自相关
  

耦合协调度与人均 GDP 的全局 Moran’ s
 

I 指数的测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总体上,除 2018 年、
2019 年基于经济距离矩阵的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外,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显著为正,具
有空间正相关性。 人均 GDP 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高于耦合协调度,说明人均 GDP 的空间相关性高
于耦合协调度。 从时间上看,基于地理相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计算的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呈下降趋势,空间集聚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减弱[30] 。 基于地理相邻矩阵计算的人均 GDP 的全
局 Moran’s

 

I 指数先下降,2015 年至 2017 年上升,随后再次下降,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波动性。

表 4　 2010—2019 年耦合协调度及人均 GDP 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年份

耦合协调度

(基于地理相邻矩阵)

Moran’s
 

I P-value

耦合协调度

(基于经济距离矩阵)

Moran’s
 

I P-value

人均 GDP
(基于地理相邻矩阵)

Moran’s
 

I P-value

2010 0. 282 0. 003 0. 276 0. 018 0. 437 0. 000

2011 0. 275 0. 004 0. 265 0. 021 0. 434 0. 000

2012 0. 279 0. 003 0. 260 0. 023 0. 423 0. 000

2013 0. 265 0. 005 0. 236 0. 036 0. 412 0. 000

2014 0. 255 0. 006 0. 221 0. 045 0. 396 0. 000

2015 0. 242 0. 007 0. 201 0. 063 0. 395 0. 000

2016 0. 236 0. 008 0. 189 0. 073 0. 409 0. 000

2017 0. 232 0. 009 0. 177 0. 088 0. 435 0. 000

2018 0. 225 0. 010 0. 163 0. 110 0. 426 0. 000

2019 0. 215 0. 012 0. 145 0. 138 0. 356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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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局部空间自相关
  

通过计算耦合协调度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可知,我国大部分省份属于“高高”或“低低”的集聚

状态,集聚性较强,基于地理相邻矩阵的测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高高集聚”基本为经济较发达的东

部省份,空间溢出效应较强。 “低高集聚”省份耦合协调度低,但周围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 “低低集

聚”省份多位于西部。 “高低集聚”主要是湖北、陕西等省份,其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周围省份较低,呈
现“极化”特征。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联系形式变化体现出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如 2010 年处于“高低

集聚”的吉林省,2019 年进入“低低集聚”的第三象限。

表 5　 2010 年和 2019 年基于地理相邻矩阵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局部空间自相关

空间联系形式 2010 年省份 2019 年省份

高-高(H-H)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低-高(L-H) 河北、安徽、江西、海南 河北、海南

低-低(L-L)
山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内蒙古、黑龙江

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
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内蒙古、黑龙江、宁夏、新疆

高-低(H-L) 辽宁、吉林、湖北、广东、重庆、陕西 辽宁、湖北、广东、重庆、陕西

(三)回归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6 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表 6 中,Ⅰ列~ Ⅳ列分别为

基于 OLS、地区固定效应、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总体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耦合协调度均在 1%水

平上显著为正,即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H1 得验。 Ⅴ列~ Ⅶ列为东部、中部和西

部的双固定模型回归结果。 东部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中部和西部不显著。
基准模型忽视了空间效应,估计结果可能有偏,后文借助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

lnY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OLS FE FE RE 东部 中部 西部

lnD
0. 582∗∗∗ 0. 463∗∗∗ 0. 275∗∗∗ 0. 739∗∗∗ 1. 132∗∗∗ -0. 196 -0. 131

(0. 041) (0. 101) (0. 105) (0. 075) (0. 298) (0. 428) (0. 110)

lnfin
0. 025∗ 0. 501∗∗∗ 0. 387∗∗∗ 0. 308∗∗∗ 0. 105 0. 525∗∗∗ 0. 695∗∗∗

(0. 014) (0. 031) (0. 062) (0. 026) (0. 115) (0. 156) (0. 093)

lnope
0. 130∗∗∗ 0. 046∗∗∗ 0. 044∗∗∗ 0. 063∗∗∗ -0. 007 0. 164∗∗∗ 0. 046∗∗∗

(0. 010) (0. 012) (0. 013) (0. 013) (0. 026) (0. 047) (0. 014)

lninv
0. 442∗∗∗ 0. 148∗∗∗ 0. 191∗∗∗ 0. 223∗∗∗ 0. 179∗∗∗ 0. 124∗∗ 0. 287∗∗∗

(0. 021) (0. 020) (0. 021) (0. 020) (0. 035) (0. 051) (0. 031)

Year NO NO YES NO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10 310 310 310 110 80 120

Number
 

of
 

_id 31 31 31 11 8 12

R-squared 0. 896 0. 937 0. 944 0. 942 0. 936 0.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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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
  

Hausman 检验与 LR 检验的结果显示,应采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 表 7 中Ⅰ
列、Ⅱ列分别为基于地理相邻矩阵和基于经济距离矩阵的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1)耦合协调度对本

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地耦合协调度对地理相

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2)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在 1%水平上显著

为正,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3)在控制变量层面,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财政支出的

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出口总额仅在地理空间中显著为正,在经济空间中不显著。 上

述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H1 稳健。

表 7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

lnY
Ⅰ Ⅱ

地理相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lnD
0. 161∗ 0. 265∗∗∗

(0. 092) (0. 090)

lnfin
0. 369∗∗∗ 0. 346∗∗∗

(0. 052) (0. 053)

lnope
0. 021∗ 0. 014

(0. 012) (0. 012)

lninv
0. 127∗∗∗ 0. 151∗∗∗

(0. 019) (0. 018)

W×lnD
-0. 439∗∗ -0. 508∗∗∗

(0. 185) (0. 143)

W×lnY
0. 203∗∗∗ 0. 236∗∗∗

(0. 073) (0. 061)

sigma2_e
0. 002∗∗∗ 0. 003∗∗∗

(0. 000) (0. 000)

Direct
0. 143 0. 234∗∗

(0. 095) (0. 094)

Indirect
-0. 487∗∗ -0. 548∗∗∗

(0. 225) (0. 173)

Total
-0. 344 -0. 314

(0. 259) (0. 213)

Year YES YES

Observations 310 310

R-squared 0. 364 0. 252

Number
 

of
 

_id 31 31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加入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模型变成了非线性形式,lnD 与

WlnD 的系数无法准确反映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31] ,LeSage 和 Pace 提出通过求偏导计

算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32] 。 故表 7 一并汇报了效应的分解结果。 从直接效应来看,耦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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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在地理空间中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不显著,但在经济空间中显著。 从间接效应来看,耦合协

调度的空间外溢系数在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中均显著,分别为-0. 487、-0. 548,表明高等教育与产业

结构耦合协调的经济效应存在空间溢出,H2 得验。
  

前述分析认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释放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

经济效应。 实际上,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由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供给结构与产业

发展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的匹配程度决定。 人力资本供需匹配程度越高,表明产业人才需求越强的

同时,高等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也越强,输出的毕业生能充分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 如是,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互促共进,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并对周围区域产生正向的“辐射” “带动”效

应。 但随着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提高,此类地区对周围省份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也不断

增强,可能带来负向的“虹吸”效应。 最终间接效应的方向取决于正负两种力量的相对大小。

3.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非均衡性,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可能具有地区异质

性。 因此,对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中,Ⅰ列~ Ⅲ列为基于地理相邻

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Ⅳ列~ Ⅵ列为基于经济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 结果显示:(1)东部地区的

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总体效应显著为负;(2)中部地区

的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在地理空间中不显著,在经济空间中显著为

正,总体效应显著为正;(3)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

著,总体效应在经济空间中显著为负。

表 8　 分样本空间杜宾回归

lnY

Ⅰ Ⅱ Ⅲ

地理相邻矩阵

东部 中部 西部

Ⅳ Ⅴ Ⅵ

经济距离矩阵

东部 中部 西部

lnD
0. 888∗∗∗ 0. 884∗∗∗ -0. 201∗ 0. 560∗∗ 0. 852∗∗∗ -0. 191∗

(0. 233) (0. 314) (0. 107) (0. 241) (0. 324) (0. 104)

lnfin
0. 050 0. 223∗∗ 0. 731∗∗∗ 0. 083 0. 238∗∗ 0. 727∗∗∗

(0. 093) (0. 089) (0. 101) (0. 091) (0. 100) (0. 104)

lnope
-0. 030 -0. 009 0. 034∗∗∗ -0. 027 -0. 021 0. 024

(0. 022) (0. 030) (0. 013) (0. 020) (0. 034) (0. 015)

lninv
0. 230∗∗∗ 0. 094∗∗∗ 0. 263∗∗∗ 0. 197∗∗∗ 0. 104∗∗∗ 0. 293∗∗∗

(0. 028) (0. 026) (0. 030) (0. 028) (0. 028) (0. 028)

W×lnD
-2. 124∗∗∗ 0. 433 -0. 152 -2. 851∗∗∗ 0. 497 -0. 166

(0. 419) (0. 374) (0. 271) (0. 393) (0. 371) (0. 165)

W×lnY
-0. 047 0. 588∗∗∗ 0. 110 0. 002 0. 546∗∗∗ 0. 185∗

(0. 099) (0. 063) (0. 134) (0. 097) (0. 070) (0. 101)

sigma2_e
0. 002∗∗∗ 0. 001∗∗∗ 0. 002∗∗∗ 0. 002∗∗∗ 0. 001∗∗∗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Direct
0. 931∗∗∗ 1. 393∗∗ -0. 203∗ 0. 559∗∗ 1. 288∗∗ -0. 203∗

(0. 228) (0. 604) (0. 112) (0. 240) (0. 557) (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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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nY

Ⅰ Ⅱ Ⅲ

地理相邻矩阵

东部 中部 西部

Ⅳ Ⅴ Ⅵ

经济距离矩阵

东部 中部 西部

Indirect
-2. 114∗∗∗ 1. 974 -0. 186 -2. 865∗∗∗ 1. 840∗ -0. 230

(0. 410) (1. 206) (0. 293) (0. 432) (1. 081) (0. 193)

Total
-1. 184∗∗ 3. 367∗ -0. 390 -2. 306∗∗∗ 3. 128∗ -0. 434∗

(0. 489) (1. 790) (0. 331) (0. 565) (1. 612) (0. 250)

Observations 110 80 120 110 80 120

R-squared 0. 314 0. 683 0. 306 0. 149 0. 675 0. 300

Number
 

of
 

_id 11 8 12 11 8 12

　 　 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经济效应的分解情况具有差异性。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耦合协调度显著促进

本地经济增长,但对地理邻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通常来说,耦合协调度较

高的地区能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但该类地区同时会“虹吸”周围地区

要素资源(尤其人力资本),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当要素流动缺乏有序性与合理性时,正向溢

出不足以抵消负向溢出[3] ,当地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便会抑制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 同时,与中部、西
部相比,我国东部各省的市场开放程度更高,要素跨区域流动更自由,区域竞争更充分,因而观测到的

空间溢出效应系数更大且更显著。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耦合协调度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促进

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经济增长。 中部地区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承载力较强,所以能保

证人力资本流动的有效性,在本地释放经济效应的同时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耦合

协调度显著抑制当地经济增长,意味着高等教育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不一定适合大多数西部省

份,反而可能是一种低经济效率的选择。 换言之,过度模仿及追赶发达地区的结构高级化并非西部发

展的可取之策。 该结论是支持西部高等教育特色化、内生化发展的一个证据。
  

总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都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但
具体效应方向及分解情况各不相同,即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H3 得验。 地区高等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同时对周围其他地区产生的负溢出效

应通常大于正溢出效应,这从一个新角度解释了为何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地区,高等教育投资意愿更

强,与已有实证研究的结论在逻辑上一致[33] 。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基于 2010—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测算了我国 31 个省份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

协调度,并结合地理相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各地

区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2010—2019 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 但存在地区差异,
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地区的领先优势逐步扩大。

  

第二,我国省域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群特征。 从

全局 Moran’s
 

I 指数来看,除个别年份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不显著外,其余均显著为正。 从

局部 Moran’s
 

I 指数来看,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高高集聚”状态,西部省份则多处于“低低集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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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全样本进行空间杜宾回归发现,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及溢出效应,且空间外溢系数在地理空间与经济空间均显著为负。
  

第四,对分样本进行空间杜宾回归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具有异质

性。 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显著为负,耦合协调度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抑

制周围地区经济增长。 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效应显著为正,且对当地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

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效应在地理空间中不显著,在经济空间中显著为

负,直接效应显著为负,溢出效应不显著。
  

(二)讨论
  

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性,对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基于实证结果,本文从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发,
展开如下讨论。

   

1. 广泛提升耦合协调水平,重构产教互促共进环境
  

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我国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应广泛提高各地耦合协调度,打造产教互促共进的新环境,实现“产教”的

耦合协调发展从“表层体量相当、单向被动适应、结构水平差距较大的一元支撑”向“深层结构适应、
双向主动调适、结构水平基本一致的二元驱动”模式转变。 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在监测评估上,完善人才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监督评估机制[34] 。 既要制定灵活、开放、
涵盖面广的结构监测方案,也要健全定量与定性相补、自评与第三方评估结合的评估体系。 此外,需
提高高校质量相关信息的开放程度及速度,建议通过缩短学科评估周期、及时公布雇主满意度信息、
搭建高校就业评价信息化平台等手段,促进“评估—监测—反馈—调整”过程提速增效。

  

第二,在校企合作上,调动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对于高校来说,应
将外部需求作为结构调整的依据,同时要“开放校园”,扩展在校生接触产业的机会,将就业市场现状

及趋势,通过课程、讲座、实践活动等向学生传达,并注重业界校友的信息反馈与资源回流。 对于政府

来说,应充分发挥“架桥”“搭台”的职能。 一是协调多方利益,构建有效激励“产教融合”各主体的制

度环境[35] ;二是加强智库建设及智力支持[36] ,引导研究力量深入细分结构。 组织论证并制定人才供

给侧改革的指导方案,调动财政、法律等工具,将“校企合作”从表层互动引向深层耦合。 对于企业来

说,应进一步融入人才培养过程。 向高校提供育人平台及师资,共建“双师”队伍,共商培养方案,共谋人

才出口,合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能力。 对于行业来说,应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打通人才供需匹

配中信息不对称的屏障。 比如制定结构问题清单、人才缺口清单,并主动向高校或相关政府部门公开。
  

第三,在结构调整上,应在保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调整的灵活性与及时性。 人才培养

的周期性和改革时滞性延缓了结构调整速度,故需要深化弹性学制改革,如适当缩短某些就业相对

“饱和”专业的学制,或提高实训、实践修学年限的占比。 同时,加快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
推进专业布点、学位授权与培养方案等的自主审核改革,将审核权适度下放。

   

2. 立足地区发展现状,精准定制耦合协调战略
  

我国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高高集聚”状态,西部

则相反。 因此,应立足于地区耦合协调发展及集聚现状,精准定制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策略。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多数省份 2019 年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或高等教育的整体

结构水平较高。 耦合发展走到了“提升乏力”的瓶颈期,重点是寻找“突破口”,即寻找适应“高精尖”
发展的结构升级方向。 应提升产业链在国际中的定位与竞争力,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人才队伍

建设的国际化水平。 同时,积极融入国际人才市场,引进海外拔尖人才,从而支撑耦合协调度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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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较多省份的高等教育结构水平高于产业结构水平,如湖北、吉林。 此类省份

有良好的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但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流失的问题较为凸出。 一方面,中部应加强

“以教促产”,将产业服务、科研成果转化与落地等能力的提升,纳入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目标集合与

评估体系,并赋予该类指标较高的权重。 另一方面,应加强对高校学生本地就业的引导及支持。 高校

可以厚植扎根情怀,形成精神“拉力” [37] 。 地方政府可以联合高校、企业,合力打造在就业机会、福利

待遇、再教育与职业成长等方面有竞争力的留人环境。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绝大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而陕西、四川等西部中心城市所在

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较高。 应充分发挥中心引领作用与区域集聚优势,加强打造“西南”“西北”两大战

略三角,推动高等教育区域联盟发展。 通过加快建设高校知识经济圈,鼓励高校跨区域校企合作,助
力解决人才短缺、技术有限、结构单一等的产业发展问题,实现更大范围动态耦合协同发展[38] 。 然而

西部还有较多中心辐射也“鞭长莫及”的地区。 该类地区亟须更多具有平衡性、引导性的专项支持,
如中央层面的转移支付或产业政策。 即借助“外输”力量突破耦合协调发展的限制条件,从而找到耦

合协调度持续提升的“起点”。
   

3. 系统构建协同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
  

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中部地区直接效应显

著为正,溢出效应在经济空间中显著为正;西部地区直接效应显著为负,溢出效应不显著。 可见,耦合

协调度的经济效应既有空间溢出性,也有地区异质性。 所以既需要基于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也需要

结合地区特性来思考“耦合协调的正向效应如何最大化”的对策。
  

东部地区应侧重构建更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 显著为负的溢出效应可能解释为当前东部

各地之间主要存在的是一种互相“抢人”、互相“虹吸”的竞争发展关系,也反映出区域产业结构同质

化、特定产业高层次人才的高度稀缺等问题。 故需进一步建立灵活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使高层次、
高素质人才不仅能持续“引进来”,为本地创造价值,还能频繁“走出去”,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具体而

言,应针对同一细分的行业或学科专业的高层次人才流动,建立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人才流动机

制的同时,政策干预或规定须保持一定弹性,避免“一刀切”,为人才高效的双向流动营造自由、宽松

的制度环境,加快建设共用“稀缺人才”的跨区域合作平台。
  

中部地区正处于耦合协调对本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的利

好阶段,应乘势而上,积极作为。 一方面,加强产业转移承接或自主发展高端产业链,为续留及承载高

层次人才创造条件,稳固直接效应。 中部自身产业也要“腾笼换鸟”,将部分传统产业转移或“清除”,
为结构高级化创造空间,增强产业与较高水平高等教育结构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应破除行政区划壁

垒,拓宽产教融合、校企联合的地域协同范围,实现跨区域的联盟与协同发展,放大溢出效应。 需注意

的是,中部人才相对外流是正向溢出效应形成的主要机制,但并不意味着中部留人与正向溢出扩大是

绝对矛盾的。 地方政府及高校在制定留人战略时,要重点考虑精准施策,把资源投入中部产业结构优

化真正需要的人才类型上去,并保持或强化开放的人才流动格局。
  

西部地区应坚持走内生化、本土化的发展道路。 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警

示西部不能一味对标和追赶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或产业的结构高级化。 较高的人才引进成本和“水

土不服”的经验移植,是导致耦合协调度对本地产生负面经济影响的要因。 因此,应立足于自身发展

阶段与要素禀赋结构,来调适产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构。 西部高等教育需要对当前基础薄弱、方向

不明的本地产业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凭借高校知识经济圈、跨区域高校协作与对口支援等优势,结合

自身学科与地域的特色,系统分析适合本地的产业类型及组合结构,提前进行资源乃至学科专业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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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实际上,就是要将高等教育结构与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类型高度对接。 相应地,综合评价西

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或评定西部“双一流”学科时,可以考虑纳入专业对口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自
生能力水平、特色程度等外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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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measur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keeps
 

rising
 

from
 

2010
 

to
 

2019,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n
 

Spatial
 

Dubi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t
 

is
 

found
 

that
 

our
 

country’ s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have
 

positive
 

direct
 

effect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but
 

different
 

regions
 

have
 

heterogeneity:
 

The
 

direct
 

effect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n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while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The
 

direct
 

effect
 

of
 

the
 

centr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under
 

the
 

economic
 

distance
 

matrix.
 

The
 

direct
 

effect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n
 

wester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but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order
 

to
 

maxi-
mize

 

the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by
 

re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strategy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uld
 

be
 

precisely
 

customized
 

by
 

combin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region;
 

the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nstructed
 

systematicall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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